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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的不少研究者认为张学良在发动事变前与苏联毫无联系， 但近年不断披
露的档案和相关当事人回忆还原的历史事实再现了———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与莫斯科的秘密关系

� � � �

此前对西安事变的研究都着重张学良与中
共中央的关系，似乎忽视了当时的张学良其实更
有求于苏联的历史事实。这一忽视直接导致了研
究中的某种错觉，即认为张学良在发动事变前与
苏联毫无联系，但历史事实恰恰相反。

1

张学良曾在莫斯科秘密设立代表处
1936

年
6

月底，中共中央派出专人陪同护送张学良的
代表前往莫斯科。 对此，有当年的“伯林同志”，即潘汉年给
王明的密码信为证：“现在冯雪峰同志同全权代表鲍格莫洛
夫一起派李杜与张学良的代表取道法国去苏联， 与他们一
起去你们那里的还有毛泽东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共产党
员。

30

日他们已动身（或将动身）绕过香港前去。 ”（“伯林同
志的密码信”，

1937

年
7

月
1

日于香港，绝密。 中共中央党
史研究室：《共产国际、联共

(

布
)

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

第
15

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21

页）在目前所
能看到的绝大部分相关资料里，都提到了李杜、两个小孩儿
与一个女共产党员，唯独缺少那个最重要的“张学良代表”。

潘汉年的密信清楚显示，李杜的主要任务是送“代表”，其余
人员是附带或是掩护而已。

鲍格莫洛夫的公开身份是苏联驻国民政府大使， 但潘
汉年的密信表明其秘密身份是斯大林在华的全权代表，就
像大革命时期的鲍罗廷。 他亲自批准“张学良的代表”去苏
联，当然得到了斯大林的认可。

此后张学良与苏联的关系迅速发展。

1936

年
7

月底，

张学良在南京会见了苏联大使馆武官雷平中将。

8

月，张学
良又在上海法租界的寓所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的会
谈中提出了与苏联订立《中苏军事同盟》问题，张学良认为：

“中国自然非抗日不可，成败与苏联皆有关系，日本野心无
穷，苏联最终难免不受其害，与其单独应付困难，莫如中苏
订立军事同盟，共同对付日本。 ”鲍格莫洛夫回答说：“如果
中国能够团结起来，苏联政府一定会郑重考虑你的意见。 ”

（张魁堂：《张学良传》，东方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85

页）

对于张学良与苏联迅速升温的秘密关系， 国民政府也
有所警惕。

12

月
14

日，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蒋廷黻致电国
民政府秘书长翁文灏：“张学良有代表驻莫斯科。”（鱼汲胜：

“共产国际、苏联及各国对西安事变的反应大事记”，陕西省
档案馆：《理论导刊》

1986

年
11

期）蒋廷黻回忆他对苏联政
府的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是这样说的：“我提醒他， 张学
良的确有位代表驻在莫斯科，我将名字告诉他。 ”（《蒋廷黻
回忆录》，台湾《传记文学》，第二十九卷第五期，第

96

页）由
于蒋廷黻撰写回忆录时张学良的这位代表还是台湾的显
贵，因此蒋廷黻不便直接写出他的姓名。

2

张学良特殊的情报来源于驻莫斯科代表莫德惠
仔细考察张学良庞杂的回忆， 虽然提及了与西安事变

相关的许多人和事， 却始终小心翼翼地回避了一个非常关
键也非常神秘的人， 那就是他极其秘密地派驻莫斯科的首
席代表莫德惠。

莫德惠是张学良的心腹， 曾作为张学良的首席代表赴
莫斯科谈判中东路事件。 他作为张学良安置在莫斯科的关
键联系人，究竟传递了多少重要情报，如今已经难见电报档
案。当时苏联已经在莫斯科与乌鲁木齐、兰州之间建立了直
通航线，兰州与西安的通道则由张学良的波音座机完成。因
此，莫斯科与西安的距离虽然看似遥远，但对莫德惠来说毫
无困难， 目前有确凿证据表明莫德惠起码有两次从莫斯科
回到西安。 其中一次可见于蒋介石得到的密报之中。

1936

年
9

月
18

日，南京中央检查新闻处处长贺衷寒致蒋介石密
电， 其中提到：“莫德惠十三日由俄抵西安， 业与张学良会
晤，任务不明。最近盛传张氏渐有希图与旧东北军势力为中
心， 后方与新疆省联络， 单独在西北方面树立亲俄政权之
意。”此时的莫德惠显然是为了向张学良面陈苏联最新的联
蒋政策。

直至西安事变发生时， 张学良与莫斯科其实还保持着
密切的接触。 斯诺说：“当时张学良在莫斯科派有自己的代
表，是王安娜（王炳南的德国籍妻子）的一位朋友，安娜说他
想尽办法见到联共中央的人， 好请他们在能够得到更可靠
的消息之前，先别做出对张学良不利的决断。 ”（埃德加·斯
诺：《红色中华散记》，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

页）

张学良与苏联这种极为隐秘的关系，对研究西安事变，

特别是研究张学良当时的行动极其重要， 也是以往所有研
究者都忽略的。

3

张学良在听取莫德惠汇报后实施了三项重大措施
莫斯科代表处的设立使得当时西

安与莫斯科之间有了频繁互动的热线
通道， 张学良既能直接向苏联表明态
度， 又能直接从苏联得到第一手情报，

以保证自己的行动符合苏联的政策，完
全得到苏联的支持。 当时莫德惠究竟
向张学良传递了什么重要信息，虽然也
同样没有文字记载，但完全可以从张学
良随后采取的三项重大措施中加以确
认。

一是迎接叶剑英。

1936

年
9

月下
旬，就在张学良与莫德惠见面后不久，

叶剑英应张学良之邀担任中共中央驻
东北军的党代表。 “张学良对于叶剑英
的到来非常重视，事先对安全保卫工作
做了周密的布置， 让他住在自己的亲
信、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的家里，对外
化名‘杨先生’，要求孙铭九绝对保证
‘杨先生’的安全，同时，安排好‘杨先
生’的生活。 ”

(

《叶剑英年谱》上册，中央
文献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37

页
)

叶剑
英的到来迅速加强了中共中央与张学
良的关系，标志着张学良与中共中央的
合作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是尽力援助红军。 在《西安事变
新探》中有一段描述非常典型：“当叶剑
英告诉张学良红军目前‘经费困难已
极’，冬衣解决更难，莫斯科虽可援助，

但不能应急，因此代表中共中央向张借
款

30

万元时，张一口答应，但表示西安
只能办到

5

万元，多不可能，其余
25

万
可考虑到上海去办； 棉衣可提供

1

万
套，由西安送兰州，请红军半路去取。

而在军事部署和战役行动上，张学良更
是积极配合，并出谋划策。 凡有他能够
办到的，他几乎无不尽力去做。 ”（杨奎
松：《西安事变新探》，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49

页）

10

月
7

日，叶剑
英与潘汉年致电毛泽东：“棉衣一万套
可由西安送兰州，要我方半路去取，不
便送人。 ”（《叶剑英年谱》上册，第

138

页）

11

月
5

日，叶剑英从西安动身回保
安，“随身带有张学良借给红军的十万
块银元。 ”（《叶剑英年谱》上册，第

144

页）张学良的“无不尽力”标志着张学良
对红军的援助也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阶

段。

三是全力“驻蒋”。

10

月
29

日，叶
剑英与刘鼎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张学良
劝蒋的结果，其中提到“有主驻蒋说”。

（《西安事变新探》，第
283

页）有学者认
为“驻蒋”是“捉蒋”的谐音。 其实所谓
“驻蒋”，就是驻留蒋介石军事进攻的步
伐而已。当时国共双方的和谈已经很有
成效，

1936

年
10

月
14

日，“中共中央
接到中共谈判代表张子华从西安发的
电报，电报说，国民党方面的谈判条件
是：（一） 苏维埃区域可以存在；（二）红
军名义不要，改联军，待遇同国军；（三）

中共代表参加国民大会；（四）即派人具
体谈判。 ”（《周恩来年谱》上，中央文献
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32

页）为了配合
谈判进程，毛泽东迅速于

10

月
15

日以
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通过苏维
埃新闻社发表关于停战抗日的谈话，表
示“一切红军部队停止对国民革命军之
任何攻击行动”。 （《毛泽东年谱》上，中
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648

页）但
意想不到的是“从

10

月
20

日开始，蒋
介石调集十几个师由南向北大举进攻，

企图消灭红军于黄河以东甘肃、宁夏边
境地区。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08

页）

20

日， 叶剑英急电毛泽东：“蒋介石令
胡宗南急进”，“毅（张学良） 之估计正
（蒋介石）先打而后和，图得便宜而已。”

(

《叶剑英年谱》上册，第
140

页
)

因此，当
时认为蒋介石只是“先打而后和”的张
学良绝不可能就此产生“捉蒋”的念头，

而劝阻蒋介石进攻倒是合情合理顺理
成章的。“驻蒋说”标志着张学良阻止蒋
介石内战脚步的决心也上升到了一个
新的阶段。

莫德惠在关键时刻的回国，使得张
学良起码发生了两大变化：联共、援共
升级；反蒋变“驻蒋”。 这就足以表明张
学良在听取莫德惠的汇报后不仅完全
确信联俄联共政策的正确，还完全确信
蒋介石必然也会顺水推舟，迟早实施联
俄联共的“后和”。当时的张学良显然已
经把援助红军与尽快“驻蒋”作为自己
帮助建立统一战线的两大任务。

4

张学良为何对苏联的抨击哑口无言
尽管西安与莫斯科保持着密切

的联系， 张学良却匪夷所思地发动
了使莫斯科暴跳如雷的西安事变。

这又是为什么呢？

当时苏联认定张学良欺骗了莫
斯科。 《真理报》

12

月
14

日的社论
说：“毫无疑问， 张学良部队举行兵
变的原因， 应当从不惜利用一切手
段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奴役中国
的事业的那些亲日分子的阴谋活动
中去寻找……所以理所当然地被中
国人民斥之为叛徒……过去， 在他
统治满洲的时候， 他几乎毫无抵抗
地将中国东北最富饶的几个省份送
给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如今，他又利
用抗日运动以营私， 名义上举起抗
日旗帜，实质上制造国家分裂，使中
国继续混乱下去， 使其不可避免地
成为外国侵略强盗的牺牲品。 ”（马
宝华、 乌传衮：“苏联及共产国际对
西安事变的反应”，中共中央文献研
究室： 《文献和研究》

1986

年第
6

期）

“阴谋”、“叛徒” 等字眼表明莫
斯科似乎受了张学良的蒙骗， 但自
相矛盾的是苏联同时又坚决否认与
张学良有任何关系。 苏联驻国民政
府外交代办斯皮尔瓦涅克奉命发表
声明说：“自‘满洲’事变以来，苏联
政府无论直接或间接， 皆未与张学
良发生任何关系。 ”（《西安事变资
料》第一辑，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第
219

页）

对苏联政府的自我标榜， 国民
政府作了含蓄的反击。

12

月
19

日，

斯皮尔瓦涅克向苏外交人民委员部
报告：“当日晨张群接见了。 在听取
苏政府抗议后，张群作了如下答复：

(1)

还在发动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
就曾散布消息，说他与苏联有联系，

与中国红军建立了联盟关系， 他在
莫斯科派有代表， 中共则在西安派
有代表；

(2)

张群本人以及其他政府
成员和首脑十分清楚， 这类传说纯
系谣言和捏造。 ”（马宝华、乌传衮：

“苏联及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的反
应”，《文献和研究》

1986

年第
6

期）

苏联极力撇清与张学良的关
系，虽然与事实相去甚远，却也完全
可以理解。但令人奇怪的是，张学良
不仅在当时忍气吞声强咽苦果，甚
至终其百年之身也依然三缄其口。

这种完全不符合张学良个性的反常
现象正好表明， 张学良确实有难言
之隐。

当时苏联其实用了只有张学良
才心知肚明的隐晦语言， 有针对性
地谴责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破坏
统一战线， 是对苏联的阳奉阴违与
背信弃义。 张学良日后英雄气短的
表现更是有了合乎逻辑的解释：无
论作为东北军的领袖、 国民政府的
重臣还是力图重返家园的爱国者，

投鼠忌器的张学良都无法为自己与
苏联的秘密关系做任何辩护，沉默、

回避与掩饰就是唯一的选择。

还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蒋介石、

宋美龄、宋子文尽管如张群所言，其
实对张学良与莫斯科的秘密关系早
有所掌握， 却在日后漫长的岁月里
也同样只字不提。

以上历史事实表明， 张学良在
西安事变前与苏联政府保持着非常
密切的联系， 作为有求于苏联的弱
势一方， 尤其是希望早日促成统一
战线的张学良自然不敢， 也不必欺
骗莫斯科。 至于张学良为何突然发
动使得苏联勃然大怒的西安事变，

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与求证。

（据《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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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与莫德惠（左）

1947

年在新竹。莫德惠是张
学良秘密派驻莫斯科的首席代表。


